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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笼漂”现象中青年劳动价值观的冲突与调适研究
*

——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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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笼漂”是指在大小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的一种生活工作方式，该现象折射出青年劳

动价值观变化甚至冲突的现状。“回笼漂”过程中，青年劳动价值观存在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矛盾、

外部环境复杂性和自身能力局限性的冲突、个体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权衡。结构二重性理论强调结构与行动之间

的互构，能够考察青年劳动价值观的社会结构和自我建构的行动之间的关联机制。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考察，

在宏观场域治理、中观文化调节、微观主体引导中打通青年劳动互动空间、塑造青年精神世界是新时代青年劳

动价值观调适的未来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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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透析和问题提出

青年是社会传承和创新的主力军，流动是青年群体的特质。2023年4月，伴随着北青网一则《“回

笼漂”：曾逃离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又回来了》的报道登上百度热搜榜，“回笼漂”一词成为新的

网络热词，用以形容在大小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的生活工作方式，即一个人离开某城市（通

常指北上广深）后，过段时间又返回该城市工作和生活。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发布的《中国城

市 95 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显示：一线城市 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为 9.1%，远高于总体的 5.4%，

一线城市仍然是人才流动的首选 [1]，有 23% 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 15 个月左右选择回归。青年是

最富生气且更具行动力的群体，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分析青年劳动价值观状况，

帮助青年确立安身立命的劳动价值观念，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关于青年的空间流动话题在网络空间和现实讨论中屡见不鲜，国内学界对于人口流动

的分析讨论，从带有整体性的讨论转向对系统的分层考证，已有文献围绕青年大学生“空间流动”

的研究呈现出两条解释进路。一是外部环境影响说。如有学者关注到制度结构、政策导向、区域发展、

家庭支持、关系网络等影响青年的流动选择 [2-3]。二是个人特征说。如有学者认为青年职业心理、

情感寄托、个体价值观、个人能力和特长等因素对青年空间流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4-6]。总体来看，

这些研究或是运用社会结构范式或是运用主体分析范式，为青年就业选择提供了相应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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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青年流动关联到多重现实层次，以往的研究因为缺少综合性理论范式而显得过于简单。

因此，应当考察青年流动现象的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互构，打破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建立

更为综合的理论范式来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切发生变革的人类活动皆渗透着不断更新的文化形态 [7]，价值观是影响和塑造行为的重要

因素，人们行为的动机是受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的。同时，价值观作为个体相对稳定的认知和态

度的体现，对个体的就业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促成青年流动的关键因素是他们劳动的内在动力，

即人为什么要劳动，劳动能带给人什么价值，进而才是去哪里工作、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等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比择业观、就业观更上位的概念——劳动价值观，即个体对劳动的价值判断和价值

选择。劳动价值观是个体评判劳动标准、权衡劳动利弊得失的内在尺度。相关研究表明，青年的

劳动价值观与其流动选择密切相关 [8]。当前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正发生着历史

性的嬗变，这不仅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更反映了青年自身的劳动认知和对未来的期许。

青年“回笼漂”的选择呈现出了年轻人对于一线城市的复杂情感和态度，亦表明了年轻人内在的

劳动价值观。因此，发掘青年在一线城市空间“再入场”的积极意义，就需要加强对青年劳动价

值观的调适，促进青年认识到劳动对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这应该是保障青年未来发展的重要发力点。

青年是正在经历社会化的人，其劳动价值观并非一次就形成的，而是在个体生命历程的投射

下不断被维系和创造的。结合青年“回笼漂”现象的结构范式和主体范式，“结构二重性”能够

将个体的劳动价值观构建从社会结构的压制性以及心理式解读的晦暗性中解脱出来，赋予能动性

的表现和清楚的实践含义。因此，本研究聚焦于结构二重性视角来分析青年“回笼漂”现象下劳

动价值观的冲突与调适。需要说明的是，青年阶层流动的现实以及就业选择正确与否不是本研究

关注的重点，本研究意在通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理论的微观视角探析青年流动行为的发生机制，

形成对青年“回笼漂”现象的理解，并阐释青年劳动价值观的状况。因此，在对青年“回笼漂”

现象的思考后，本研究采用“现象—理论—对策”的分析逻辑统贯整体思路，追溯青年流动行为

和劳动价值观的关系，试图来解决以下问题：青年“回笼漂”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调适

青年的劳动价值观，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理论与视角：结构二重性的考察

吉登斯从涂尔干、孔德、韦伯的思想中汲取自身理论建构基础，在《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

大纲》中提出了结构二重性理论。该理论指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

两个既定的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

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

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

会实践之中，‘内化于’人的活动”[9]。从社会结构与个体劳动价值观来看，社会结构中的劳动分工、

社会地位等因素会影响个人对劳动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形成，而个人的劳动经验和认知也会影响劳

动分工和社会结构。同时，结构和行动双向的互动对于个体来说是“重新发现自我”与“自我检验

和改造”的过程 [10]，“结构二重性”理论以行动者的反思性构成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先决条件，个

体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以及在社会结构“抽离”及“再嵌入”过程中反思性运用的不断增强，形成

更加科学和成熟的认识。在社会结构的制约下，个体运用个人的反思性和实践的能动性，并利用各

种途径来应对微观个体的生活失衡困境，从而达到社会结构制约性与使动性的统一。

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青年意识的觉醒使得青年重新思考自我的意义和未来发

展的方向。青年在应对社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观，这种劳动价值观反

过来又会成为继续影响和形塑社会的动力因素。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的“结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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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对行动产生影响的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因此，作为行动主体的青年，

其劳动价值观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青年的劳动价值观也可

以建构社会关系并加强社会结构。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冲突是个体受到客观结构性约束和主观文化

认知性因素的双重制约而形塑成的一种状态，如果不能得到较好的调适，会导致个体“存在的内

部性”断裂，归属感再次流失。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青年的劳动价值观状态在社会结构拉

力和自身行动推力的作用下，包含着复杂而多样的内涵和特质，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影响，

也被行动者的认知行为和文化心理所建构。“回笼漂”虽然是现代性的社会境况施加在青年人身

上的选择，但对于青年个体自我而言，它是一个主动干预和转型的过程。因此，可以发现，青年

劳动价值观调适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具有一定的适切性。在“结构二重性”视角下，个体在社

会化过程中将科学的劳动价值观整合进角色功能中，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均衡、个人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统一。

三、偏离与迷失：青年劳动价值观的主体冲突

从生命成长周期来看，青年正处于智力开发、才华施展阶段，青年劳动价值观的发展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青年的空间流动，既是社会发展需求，也是青年试图应

对现代性发展带来的压迫感所进行的相应的自我劳动空间的调适。

“回笼漂”一族在其热情被一线城市消磨殆尽之后，回到了貌似“岁月静好”的小城市，然

后又再一次决定“杀回”自己曾经逃离过的大城市。本研究选取了北青网、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

体关于“回笼漂”的报道案例，以及豆瓣小组、知乎、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关于“回笼漂”

的帖文作为观察样本，探讨年轻人在城市间切换的动机和经历，分析“回笼漂”一族劳动价值观

的内在冲突。

从一定程度上说，“回笼漂”现象是青年空间流动连贯性的一种中断，一方面折射出当前社

会竞争、经济发展、制度转型等宏观结构对能动个体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青年在一段时间

内对自身生活处境的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迷茫以及在共时性中发生的价值冲突的自我偏差和游离。

青年在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难以抉择和把握，这种冲突感在劳动价值

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矛盾、外部环境复杂性和自身能力局限性的冲突、

个体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权衡。

（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矛盾

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复杂增生，让青年的价值观念充满了易变性和矛盾性。一

些青年既面临着传统家庭期望和社会规范的压力，又希望追求个性化、开放性的现代职业道路，

导致他们在劳动价值观上出现一些冲突。也就是说，青年劳动价值观在受到父辈和世俗观念影响

的同时，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等宏观结构也影响着年轻人对劳动的看法，

深刻地形塑着青年的劳动价值观。青年一方面没有从传统的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在时

代洪流推动下又产生了新的劳动意识。

根据北青网的报道，选择回到老家的“茜茜”发现，身边人似乎更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

不是社会新闻和公共议题，身边难觅相同价值观的人。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小城市缺乏包容度和自

由度。茜茜发现，“家乡人对大龄女生的包容度是很低的。在他们眼里，到了年纪不结婚，没生孩子，

似乎是天大的不是”。一次，茜茜去医院体检，一位医生在得知她 30 岁还没生孩子之后，一脸惊

讶 [11]。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青年眼中，县城就是一个陌生的熟人社会，年轻人离开县城，其实

一个原因就是想离开这种“以人情关系网编织的封闭又紧凑的樊笼”。对于茜茜而言，无法再融

入老家的生活和圈子，那个故乡，已经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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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价值观中，根植于历史、文化的一套信念是，正经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医生、老师等

看起来体面的工作，而其他工作被统称为没前途、干不长、不正经。家长希望子女能够获得经济

稳定和安全感，这种执念往往导致他们要求子女选择一些被认为是“铁饭碗”的职业。但是这些

体面的工作毕竟“一位难求”，这是年轻人不得不逃离县城的主要原因。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家庭趋于小型化，经济支撑功能日益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经济依

赖度降低，尤其是走出县城后，成年子女往往能保持经济独立，追求自由生活和私密空间。现代

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职业选择的标准在逐渐改变，现代社会对创新创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越来越高，

青年对自由、个人权利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增强，仅仅追求稳定可能无法满足年轻人的职业发展需求，

更多青年希望寻找富有灵活性的工作。一线城市以发展机会和创新优势吸引青年流入，青年越来

越多地选择各种“去传统化”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就业实现向发达城市的流动，是多数

青年的人生理想。

在传统与现代劳动价值观的交融和碰撞中，在“退隐”和“漂”的拉扯中，青年劳动价值观

自塑与他塑的偏离、落差，难免让青年的心灵世界充满矛盾与痛苦。“城里待不住，村里回不去”“卷

不动也躺不平”“一线城市放不下肉身，小县城放不下灵魂”“高不成，低不就”的语言景观映

射出了青年的选择焦虑和劳动价值观的困顿。在这种境况下，部分青年即使选择“回笼漂”，也

不但再难找到生活的平衡感，反而会加剧对个人命运和前途的迷茫，很可能再次成为大城市的边

缘性弱势群体。

（二）外部环境复杂性和自身能力局限性的冲突

对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青年形成了“既爱又厌，既想拥有又想远离”的矛盾心理，欲望与

现实在青年身上撕扯和角逐。外部环境和个体自我诸多因素成为青年留在一线城市的阻碍。一开

始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强子”就失望地发现，工作内容、待遇等和聘用合同上的完全不符，再加

上身边同事全是研究生学历，无形中给强子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两个月后，强子的第一次北

漂以“逃离”告终。但回到家乡的强子发现了大城市的优势，还是再次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豆瓣网友“乐马斯”表示：“虽然一线城市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等我们真的逃离它的时候，

意识到有些东西有些习惯无法适应和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地面临十字路口，是原地不动，

还是倒回或踏出一步？”[12]

对于来自非一线城市的青年来说，适应一线城市的生活和文化环境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挑战和

负担。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不稳定的经济形势、高昂的生活成本等复杂的外部因素可能使青年

感到压力重重，难以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未来期望，青年面临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困惑。

一方面，青年个性化价值主张、多元化人生追求在现代社会不断得到彰显；另一方面，青年

个人能力也面临着局限性。刚毕业的青年大学生可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市场竞争力

不足。同时，由于青年的职业规划和目标还不够清晰，缺乏对自身兴趣和能力的深入了解，导致

青年在选择和适应职业道路时感到困惑和迷茫，在“逃离”与“重回”之间经历希望和失望。“一

线城市工作”被视为一种符号和标签，在普通家庭的大学生的观念中，“退回去”意味着人生失败，

而“去北上广深”则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出人头地。在从众效应推动下，“宁可失业，不回老家”“年

轻人的人生去处是大城市”“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的“向上”欲望和摆脱底层感

的心态，助推了“内卷”文化，这些都会导致青年的劳动价值认识偏差、价值取向畸变。当代青

年有勇气追寻更加自主、有意义、富有成就感的理想生活方式，不满足于固守传统劳动模式。然而，

这种乐观想象一旦遭遇现实的无情打击，又会反过来从根本上动摇青年关于个人发展的信心和预

期，削弱青年的主体性，威胁到其自我认同的连贯性。青年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难以正确认

知新时代赋予劳动精神的新内涵。当青年群体不能正视主体悖论，而“辗转”于多个空间，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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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自身对劳动价值的追求时，在这种切换、兜转、继续“漂”的过程中，焦虑不安感日益加剧。

（三）个体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权衡

传统劳动观教育强调社会取向，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把个人对社会

的贡献视为评价个人价值的首要标准，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出现矛盾时，提倡为了集体利益牺

牲个人利益。集体主义时代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个人的劳动常常被赋予了很多社会取向，提倡“舍

小家为大家”的工作伦理。

在关于“数据显示超两成人逃离北上广深 15 个月后回归，如何看待一线城市回笼漂？”[13] 问

题上，知乎网友“黄欣伟”回答道：“并非马后炮，回笼漂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北上广深的压力大、

成本高，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辛苦都在为房东打工，所以选择逃回故乡。但事实上，因为城市发展

的分化，‘大城市病’在故乡无处可寻的背后，也伴随着机会少、配套差、竞争不透明和不公平。

所以，对普通家庭出身的人而言，大城市还是首选，自己的汗水看得见。”

“吴悦”因为疫情从北京回到家乡，虽然回老家工作的这两年，亲戚们对吴悦的评价是稳定、

体面、听话，可是家乡的资源、人际关系的“边界感”等等，让吴悦并没有过得那么开心，她决

定重新成为北漂。然而，找工作并不顺利，在北京失业半年差不多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有一天，

吴悦爸爸的突然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悦解释，吴悦爸爸便发来这

样一段话，“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14]

在现代社会，随着自我意识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代青年呈现出“自我经营主体”的表征，

他们渴望在职业生涯中发展自己的技能、追求个人兴趣和激发潜能，希望通过工作实现自我认同、

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当前青年劳动价值观更加重视个人价值、权利和利益，倾向于个人的选择和

生活方式的个体化，主体意识得到普遍增强。在“为自己而活”思想观念的指引下，以自我实现为

奋斗动力。然而，中国社会的人生活在“差序格局”之中，既是以自我为波纹的中心圆点，同时，

又从属于以他人为中心的波纹圈子。青年阶段是个体社会地位序列和角色序列转变和发展的过渡阶

段，青年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日益增多，青年的劳动往往关注他人的福祉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个体追求和社会责任的冲突让青年陷入忧郁和不确定的状态，他们总在试图找到更好的平衡。

他们担心，如果选择了过于强调个人兴趣、价值和观念的职业，就无法获得他人的认可；如果过

于关注社会责任，则可能失去自己的个人发展的机会。在这种矛盾中，青年要么脱离社会寻找自

我，出现偏执和走极端的现象；要么放弃自我追求，完全迎合社会、家人、朋友的期待，扭曲劳

动的价值和意义，在从众效应下忽视个人内心的声音，过于追求他者的认可而作出妥协。质言之，

青年自身追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致使青年内心充满了对抗感与拉扯感，生命成长呈现出弥散

性和断裂化状态。

四、回归与超越：结构二重性视角下青年劳动价值观冲突的调适

青年不仅是接受规范的被动参与者，更是社会化过程的积极推动者。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在

推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满怀理想的青年劳动价值观念的变迁和冲突。“回笼

漂”不仅杂糅了青年的迷茫、纠结等心理状态，也指涉了当代青年在时代转型中的劳动价值观冲

突。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冲突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冲突，从结构二

重性视角看，由于个体的认知系统受到主体和外界环境二重因素影响，需要通过微观引导、中观

调节、宏观治理，有效激活、优化、强化青年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积极引导青年在自我定位中勇

担时代使命。

（一）微观主体引导：激活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原动力

微观主体引导涉及主体意义制定，是将新的经验整合进原有经验的过程。青年的劳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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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在现代社会尤为普遍，是青年努力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的呈现，也是青年与现代性社会

相互映射关系的动态性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青年面临着多样的价值取向，

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可能由于缺少足够的机会去深入了解自己的兴趣和潜力，而被迫去追求社会

所规定的“成功”，这些新的不确定性会引起青年劳动价值观的冲突感，让他们感到迷茫和不知

所措。因此，从微观个体维度层面上看，劳动价值观调适的重点是看到青年自身的能动性，激活

青年内在原动力，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职业环境，走出个体迷失局面。首先，要引导

青年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反思，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能“自知其短”，从而弥补短处，纠

正过失。青年善于接受新事物，乐于追求高品质生活方式以及新型劳动，且擅长构建自我生活空间。

传统社会中，青年的自我同一性形成机制主要是由外部社会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结果，所依据的标

准是明确的、恒定的；而在现代社会，青年的自我同一性形成机制则逐渐变成了个体内部因素进

行的选择和确证，所依据的标准是模糊的、易变的 [15]。通过引导和启动青年自我反思，审视个人

与社会的关系，明晰自身的身份定位，以破除“被虚假欲望挟持的自我、被现实状况压抑的自我、

被理想形象宰制的自我、被权力空间规训的自我”[16]，找到真正符合自己发展需求的职业道路。

在自我反思和探索中，青年劳动主体能够建立更加明确有意义的职业目标，从而更有动力朝着自

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前进。内心需求和职业选择的契合，有助于使个人在劳动过程中获得满足感、

幸福感、价值感。其次，要引导青年设定个人目标。目标的设定可以帮助青年明确他们在生活和

职业上的方向，有助于他们更加专注于追求与目标一致的工作机会，避免在不符合内心目标的职

业领域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设定目标也能为青年提供一个自我反省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建立

更为成熟的更具适应性的劳动价值观。当青年开始意识到自身劳动与社会相互联结且相互作用的

部分，并据此采取行动时，就会承担起自身选择所带来的责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意味着，

青年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建构着劳动立身、奋斗幸福的实践价值，重建劳动的意义解释系统，推

动着自身的劳动实践性向度的发展，能够形成正向循环，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中观文化调节：优化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内生力

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而构建的、表达自我的一种文化实践，

为青年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年轻人寻求身份认同的新坐标和

新参照。以价值认同为连接的青年亚文化“圈层”进行的是更加自主、更加开放地寻求自我、表

达自我、创造自我的种种探索，突出的是“自我的彰显”，强调的是个人成长、自我实现、自我

价值的追求。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为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提供了宝贵思路。据此，可以挖掘并激

发青年亚文化潜在的精神生产能量，切实关怀青年群体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实现对青年劳动

价值观的调适。首先，要创造共鸣。充分利用青年亚文化对青年的吸引、凝聚和建构功能，探索

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中的相通之处，结合新现象、新事物，根据青年的鲜明特点创造价值共鸣，

这样才能走入青年的内心世界，充分理解青年的关切和需求，帮助青年缓解其“存在性焦虑”。

在发现青年劳动价值观陷入浅表化、平庸化和世俗化时，教育者要用主流价值体系为青年补充精

神养料，并及时增添现代青年喜闻乐见的新元素，增强主导价值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将主流劳动

价值观念转化为青年劳动观教育的有效资源，完成对青年新的、有益的劳动价值观建构，提升青

年劳动的能动性、创造力和多样性。其次，要丰富创新劳动文化体系。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劳动者从产生劳动认知、形成劳动方式、从事劳动活动到处理劳动关系，都与劳动文化的滋养息

息相关。青年亚文化能够为新时代劳动文化体系建设增添活力，我们可以汲取青年亚文化中的文

化格调、文化样貌等创新元素来丰富新时代的劳动文化样态，如充分利用媒介进行社会关系的联结，

帮助青年群体将自身嵌入到社会劳动中并找到自身的位置，完成自身的劳动身份调适。也就是说，

在作为社会劳动文化价值支撑的劳动精神转化为青年的个体劳动精神的过程中，具有象征性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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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文化成为了有效的中介环节，提高青年对劳动的价值认知，推动社会“劳动精神”的个体化

转向，帮助青年看到自身的劳动价值，并在劳动中开创美好未来。

（三）宏观场域治理：强化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外推力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各种推动力量下形成的各种客观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空间，

整个社会“大场域”是一个由若干个高度分化、相对自主的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子

场域”构成，大场域和每个子场域都拥有各自特有的价值观 [17]。从宏观视角来反思青年劳动的关

系空间，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需要场域的支持。宏观场域的政策执行、社会支持、组织运行直接

影响青年作为行为主体参与场域劳动的成效。首先，打破地域壁垒是关键环节。一个有活力的社会，

不应该“城市的归城市，农村的归农村”，而应该实现良性互动、双向流动，让农村青年在大城

市建功立业，也让城市青年到农村寻找梦想。国家层面颁布的政策对青年流动具有引领、管理的

功能，政府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在制度的政策上尽可能向弱势群体倾斜，鼓励和支持

农村青年到城市就业创业，提供相应的补贴、优惠和就业机会，为其劳动技能水平提升创造条件；

同时也为有能力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发展提供平台，将其培养成为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次，对

地缘空间的扩展综合利用。需要认识到，我国非一线城市仍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提升非一线城

市的吸引力是缓解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目前，提高非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在我国仍处

于宏观层面的治理阶段，与产业升级同步的路径选择，涉及科学认知、资源分配、运转效率的实施，

可将优质的产业等资源引入，优化内部运作，为青年提供更多机会和发展空间，保证其可及性及

公平性发展，激励更多青年在此地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最后，形成多场域关联互动关系。地方

政府、社会与家庭场域要打通时间维度关联，拓展多样地缘空间，增强内部关联性、生成性和整

体性。家校社要积极更新劳动观念，发挥各自场域的效用，并在整体上产生互动，以最大程度提

供支持力量，保障青年的主体性，满足青年在创造性和创新性劳动方面的主体需求和劳动适应。

总之，不同场域的交互作用是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外推力，有助于帮助青年理性审视劳动

的意义和价值，坚定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在劳动价值观的连贯、断裂、重构中形成稳定的、科

学的劳动认知、劳动思想和劳动行为。

五、结语

康德的理性启蒙要求“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8]，认为运用自身理性

作出明智的决定是主体性的核心特征和体现。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很大程度上规定了青年在未来发

展能达到的境界。“回笼漂”现象是社会变迁、个体继续社会化与向上流动需求多种原因共同促

成的“产物”，折射出社会结构对青年的压力，也映射出青年劳动价值观内在张力及冲突，既包

含着青年对安全感的寻求，也有“自我觉醒”的意味。从发展意义上看，价值实现、精神享受是

人类的发展需要，劳动价值观的冲突问题既是个人发展问题，也是社会发展问题。我们可以这样

理解，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生发劳动期待和信仰，对自我身份和生活意义产生一定想象，期待通

过重构一个生存和发展空间，来实现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积极建构。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冲突是个

体受到客观结构性约束和主观文化认知性因素的双重制约而形塑成的一种状态。因此，厘清青年

劳动价值观冲突的表现形式，通过微观主体引导、中观文化调节、宏观场域治理，建构、激活、

优化青年的科学劳动价值观，有助于促使青年在与外在社会结构制约或限制相互博弈中完成内在

价值世界的自我确证，帮助青年更好地探索自我发展路径，更好地投身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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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l icts and Adaptation of Youth Labor Values in the "Floating Back" 
Phenomenon

—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Dualism

Abstract: The word "fl oating back" refers to a lifestyle of young people who repeatedly move between large and small cities, refl ecting the changing 

and conflicting state of youth labor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floating back", conflicts arise betwee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modern values, between 

the complexity of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balance of individual pursuit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dualism emphasiz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agency and can explore the mechanisms link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youth labor values and self-construction actions.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from a structural dualism perspective, opening up spaces 

for youth labor interactions, shaping the youth's spiritual world through macro-level governance, meso-level cultural regulation, and micro-level guidance 

would be the future direction for adapting the youth labor valu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fl oating back"; labor values; social changes; structural d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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